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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拉碗”式融合理念下的新加坡华族社群融合研究

史秋霞
(江苏师范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在“沙拉碗”式融合理念下，新加坡华族社群融合既包括新移民融入新加坡华人社会，也涉及华

族成员在该体系中的流动。受外部环境与华族社群的双重冲击，新加坡华族底层成员最有可能面临向下

流动的风险，而新移民在承受更多的政策压力下融入进程延长，甚至中断。新老华族清晰的群体边界及内

耗型互动也在社会事件与日常交往中不断强化，且影响着华族整体凝聚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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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

社会融合是不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1］，是社会

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各族群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以及族群间的互动必然对多族群国家发展产生举足

轻重的影响。如果某些族群长期遭受排斥，不能从国家发展中平等获益，而凭借自身或族群资源又难

以向上流动时，社会的稳定必将面临严重威胁，如 2005 年法国巴黎骚乱①、2011 年的英国骚乱②及
2014年美国弗格森骚乱③都在不断告诫我们族群融合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国情有别，各族群在人口、

规模、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均有差异，这就使得国家决策层与学术领域对族群融合的内涵、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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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骚乱的导火索是 2011年 8月 4日在伦敦北部的托特纳姆(Tottenham)，一名 29岁的黑人男性平民马克·达根(Mark Duggan)
被伦敦警察厅的警务人员枪杀，之后民众上街抗议警察暴行。当地人认为是英国的经济不景气，加上政府撙节支出，冲击了托特纳姆
等高失业率地区的经济状况而引发社会不稳定。资料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 /wiki /2011年英国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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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应对措施有着不同的思路。

新加坡社会主要由华族、马来族、印度族与欧亚裔族群构成，据 2010年人口普查第一批数据显示，

华族人口为 76．2%，仍为新加坡最大族群①。除通用语言英语外，各族群有着明显不同的语言与宗教信

仰。从收入来看，华族家庭有着明显的优势［2］。如果将美国社会的融合理念称为大熔炉(melting pot)的

话，新加坡更像沙拉碗(salad bowl)，该理念反对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靠拢，在保持族群文化独特性的基

础上建构国家认同。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新加坡各族群不仅在宪法上实现了平等，专门机构的成立

进一步确保了种族和谐局面的稳定。如果将族际通婚视为族群融合的重要指标的话，新加坡族际通婚

比从 1997年的8．9%上升至 2007年的 16．4%，可谓族群融合状况最好的证明［3］。

为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宽松的移民与劳工政策多年来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带来经

济效应的同时，也引起新加坡公民的不满。长期的疏离和隔膜，加之政治体制、教育背景、社会习惯和

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虽同属华族成员，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与本土华人之间产生了“近亲憎恶

感
”［4］，影响了华族新成员的融入及华族凝聚力的提高。同时，随着新加坡经济增长模式逐渐向知识、

资本密集型转变，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变动也将增大阶层固化的风险，尤其对于收入与子女教育成就方

面均处于弱势的马来族而言更是如此。看似不同面向的融合挑战其实有着密切联系，如外来人口的

涌入将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增大弱势族群向下流动的风险，而外来人口中众多华人面孔的出现又

使这场竞争在影响华族内部和谐的同时也同样影响着族际关系。作为最大的族群，新加坡华族社群

内部的高凝聚力、族裔资源的有效流动，外部与其他族群的团结互助都对新加坡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么，在“沙拉碗”式的融合理念之下，新加坡华族社群面临哪些融合压力? 这些压力对华族社

群融合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本文将结合族群融合理论的分析视角系统剖析新加坡华族社群融合现状

及存在的裂痕。

二、关于族群融合

1．从线性融合到曲线融合

线性融合理论(classical assimilation)将移民即将融入的主流社会视为由白人中产阶级构成的社

会，融合则是去除本族身份，获得主流社会身份的过程。随着时间推移和移民的努力，所有移民最终

都能融入主流社会。其中，芝加哥学派代表 Park 将融合过程归纳为接触、竞争、适应、最终融入主流

社会，生物性竞争和社会性沟通与合作是影响融合的重要因素
［5］。Warner 等则强调社会阶层、种族

等结构性因素可能影响居住和职业进而影响融合进度
［6］。Gordon 关注融合的多维性和关联性，他认

为移民融合涉及七个方面，结构性融合是融合的基石
［7］81。然而，当非欧裔移民逐渐增多且在融合过

程中出现巨大差异时，该理论就难以给出合理解释，强调融合过程曲折性的曲线融合理论(bumpy-

line assimilation)应运而生。

曲线融合理论虽从不同侧面展现出融合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但无论融合进度如何，最终结果

还是族裔特征完全消失，完成“盎格鲁—撒克逊化”(Anglo-Saxon)。Gans 将那些因缺少流动机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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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接近失业、犯罪、酗酒和吸毒的移民子女称为“第二代的堕落”，他们融入主流社会的进度被拉

长
［8］。Perlmann等也发现，受各种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共同影响，并非所有移民子女的融合过程

都一帆风顺
［9］，Alba等也认为线性融合理论无法展现主流社会环境与移民自身特征之间的交互关系

对融合的影响
［10］。

2．分层融合理论

分层融合理论(segmented assimilation)将主流社会视为由不同阶层、种族构成的社会体系，由于

阶层、种族以及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不同，移民子女融合过程及结果也呈现多样性，而融合方向可分为:

①放弃原有文化、价值观与行为规则，完成“盎格鲁—撒克逊化”;②融入反对中产阶级白人的本土亚

文化，一般来自社会底层;③策略性选择保留族裔特征并构建族裔网络，依托族裔经济融入中产阶

层
［11］。迁移前后的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移民子女的生活机会及融合方向［12］。例如，社

会经济地位往往决定着移民家庭在流入国的居住空间、就读学校与交往人群，进而影响融合方向。收

入差距及制度性区隔致使新来移民大多进入蓝领阶层
［13］。和谐的代际关系能够抵御子女面临向下

融合的风险
［12］，而族裔社区可能给移民子女带来丰富资源与自豪感，或是劣势族群地位与自卑

感
［14］。当向上流动遭遇“天花板”时，受负面情绪影响，底层青年更有可能以挑战权威，否定中产阶

级价值观与道德体系的生存方式来维护自尊
［15］。

3．新加坡族群融合研究

新加坡族群融合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主流社会内部各族群的融合研究，主要以促

进族群和谐共处的融合政策为侧重点，探讨较多的当属公共住房政策(public housing)和多元文化

政策(cultural pluralism)。以提供住所、使居民拥有房产、搭建社区纽带和构建活动社区为目标的

公共住房政策，通过种族配额(quota)有效降低了种族间的空间隔离，与之配套的社区组织及活动

提高了族际互动①。当然，因工作单位(而非家庭或社区)是人们的主要社交场所，居住融合是否为

族群融合的有效测量指标也受到质疑。多元文化政策被视为新加坡文化，努力试图在尊重族群差

异性的基础上构建“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感。对族群公平性与差异性的重视，使各族群能通过公

平竞争实现流动
［16］，但有意固化的群体边界，是否有利于族群间的理解、互动及国家凝聚力的形

成还有待商榷。

二是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的融合研究，该领域以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新移民为主，我们主要关注华

族移民与新加坡社会的融合，分析大量新移民的涌入对新加坡社会及华族群体带来的影响
［4，17］。虽

同属华族社群，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可谓两个不同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群体［18］。对新加坡华人

来说，作为专业人才引进的新移民在各方面均占优势，原有差异加之竞争导致双方陷入认同困境
［19］，

很难在短期内接纳对方。因此，如何使没有明显纽带关系的华人新移民融入新加坡华人社会是需要

政府、民间组织和学界共同探讨的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来自政策视角，对于移民政策及后续融

合政策如何促进移民融入新加坡主流社会所谈甚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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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ence:housing in the new millennium，2000，Singapore;SIM L L，SHI M Y，SUN S H． Public housing and ethnic integration in Singapore
［J］． Habitat International，2003，27(2):293－307;ＲOSEMAN C C，LAUX H D，THIEME G． Ethni city: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eth-
nic change in modern cities［J］． Lanham Maryland Ｒowman ＆ Littlefield，1996，19(1):91－93．



4．本文的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族群融合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本研究将遵循以下研究思路来认识并剖析新加坡华族社

群的融合状况。首先，新加坡社会也是由不同阶层、种族构成的社会体系，国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消

除了阶层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其次，华族社群融合具有一体两面的特征，既包括新移民融入华人社

会，也包括华族成员在新加坡的社会体系中流动。再次，族群融合是动态过程，而非静态结果，受多方

因素影响融合道路呈现多元特征。同样，华族社群的融合也将受到外部社会环境与内在社群状态的

共同影响。

本文研究资料主要来自各类已有文献与实地参与调查。为展现新加坡华族社群融合所面对的外

部环境，笔者广泛收集新加坡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报告、相关新闻报道及已有的学术研究。同样，为深

刻体会华族社群的内部状态，笔者于 2015 年初注册成为新加坡最大华人社团———华人自助理事会
(以下简称“华助会”)的义工，并在 2015年 3月至 2016年 3月不间断地参与该社团开展的活动。需

要说明的是，与自发形成的传统社会组织不同，“华助会”属于半政治半社会性的非营利组织，是新型

华人组织的典型代表，在华族社群融合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不同场合下，笔者广泛接触社团中的义

工、受助者、工作人员，并与之进行深度交流，以期达到对华族成员自身感受的多角度体验与认识。

三、内外双重融合压力:社会环境与华族社群

新加坡华族社群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主要蕴含于其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之中，而华族社群内部则

应关注社群的特征、社团组织及成员交往，内外力量双重作用，将给华族社群融合带来诸多融合压力。

1．由外至内的社会环境压力

多年来，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执著追求确实使新加坡经济发展迅速，但也付出了社会贫富差

距的持续扩大的代价。新加坡收入差距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基尼系数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0．4上升到
2008年的接近 0．5。收入与代际流动具有相关性，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时，代际流动将会下降［21］，这
也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子女可能仍旧处于经济劣势。依据能力的教育分流成为新加坡教育

的标志特征，但也导致了代际流动的降低。分流始于 9岁，经过中学，直至进入不同等级的高等院校，

费用与课程安排的巨大差异使学生难以在不同类型学校间流动。高等教育扩张对贫困家庭子女益处

也不大，一方面，政府的教育支出多投入于大学而非工艺学院;另一方面，富裕家庭子女更倾向于通过

大学文凭获得高收入职业，工艺学院则是低收入家庭子女的主要选择
［22］。新加坡劳动力市场存在明

显分割:一端是服务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专业人才，薪酬由国际劳动力市场决定，生活优越;另一端

是服务于本地的低技能劳工，收入较低。底端的工作经验很难置换为获得高端工作岗位的资本，在开

放的移民政策下大批涌入的外籍移民进一步加大了就业竞争。

新加坡政府也为缩小社会差距，激活社会流动做出各种努力，如对有工作能力的个人进行经济援

助，将工作福利作为永久福利纳入社会安全网(social safety net)中等。但是，为经济服务的发展型福

利模式(developmental welfare model)仍以保持经济竞争力为目标①，诸如退休储蓄计划②( ret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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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据 2010年和 2011年的 Ministry of Finance。
对新加坡的退休储蓄计划进行说明。



savings scheme)、中央公积金①( the Central Provident Fund)等福利设置更加强调个人责任，经济援助

也多为培训和就业安置。

如果说上述环境对新加坡社会中的个体均有影响，那么在“新加坡人优先”(Singaporeans-first)设

计思路下，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间的福利差距，则主要针对外籍人口，尤其体现在住房、教育与医疗

上。在购房上，永久居民要缴纳的印花税远高于公民，且必须在永久居民身份满三年后才能购房。在

教育上，永久居民没有政府补贴，需要缴纳较高学费，在入学机会上也排在公民之后。在医疗上，永久

居民在诸如门诊费、住院补贴、手术补贴、儿童疫苗等费用方面和新加坡公民差别很大。可以说，在

“新加坡人优先”政策下，永久居民虽然获得了合法的长期居住的权利，但实质上只是“二等公民”

而已。

2．由内向外的华族社群压力

新加坡政府虽倾向将 30多万中国新移民［23］与本国华人视为同一族群，但无论是本国华人还是

新移民内部均有显著差异。新加坡华人主要由福建人和广东人构成，在语言、职业、风俗习惯、宗族势

力等方面大为不同②。华人新移民则不只局限在华南侨乡，人员构成更加多元，有以留学生、专业人

才为主的技术移民，也有以劳工为主的劳务移民，经常性的跨国生活方式也使其认同居于“落叶归

根”与“落地生根”之间［24］。

早期华人依据血缘、地缘关系组建起来的传统社团组织弥补了其初来乍到时的资本匮乏，“抱团

取暖”的生存方式使其能够顺利地在新加坡安家立业。如今，一方面新加坡政府机构致力于建立跨

越族群的国家认同，传统社团组织的办学、就业等功能逐步外移，娱乐、联谊功能被其他组织所取代;

另一方面年轻的新加坡华人宗族意识淡薄，传统社会组织对他们的吸引力不足。因此，注册的宗族社

团组织虽多达 300多个，但都逐渐面临会员减少与经费缺乏的困境［25］。华人新移民的到来为这些组

织带来了新鲜血液，但因需求不同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除传统社团组织外，新移民也纷纷自发成立了

更具包容性的社团，如天府同乡会、天津会，涵盖范围摆脱了原生纽带束缚［26］。新社团组织在促进华

人新移民融合方面功不可没，但也存有不足。例如，会员多为专业人士和商人，组织的工具色彩较浓;

成立时间短，缺乏运作经验，缺乏有较强经济实力和威信的侨领，组织间互动较少，部分社团融入主流

社会的意识较弱，与新加坡基层社区的互动不够充分等③。可以说，传统华人组织进入摸索发展期，

新移民组织则进入完善发展期，需要在新环境中重新定位自身发展及对华人社会融合所发挥的作用。

新移民和本地华人在政治体制、教育背景、社会习惯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差异显著，而新移民的

到来也确实给本地华人带来了各种冲击，如挤占当地的住房、教育、就业与医疗资源。以差异性与竞

争性为前提的日常交往必然容易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彼此间形成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如新移民认为

新加坡华人文化根基浅薄、不中不西、夜郎自大，具有“小国心态”;而一些新加坡华人则批评新移民

的穿着、谈吐、英语表达及看不起新加坡人，具有“中原心态”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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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对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计划进行说明。
根据《2011华侨华人研究报告》《海外华侨华人概述》相关资料整理。
参见:华助会的内部刊物《动力华社》2011年 10月刊，第 3页。
参见:《亚洲周刊》，2004年第 18卷 17期(2004年 4月 25日)。



四、挤压下的融合裂痕:华族底层与新移民

在两股力量的共同挤压下，华族社群成员及其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将面临许多风险，这些风险如同

精美艺术品上丝丝细小的裂痕，虽不起眼，但其存在及蔓延他日必将成为影响价值的重要瑕疵。

1．底层成员:面临向下流动风险

新加坡产业的不断升级致使从事劳动密集型或低技术岗位的华族底层成员最有可能面临失业。

结构性失业通常需要进行再培训才会有更好的就业机会，但诸如培训信息、培训费用与时间加之华族

成员及家庭的实际情况，都使结构性失业问题更加地复杂化。

个案一:只有中一教育程度的 Y先生(44 岁)原本在樟宜机场当物流督工，每月工资两千多元，

日子过得还不错。不幸的是，他在 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被裁退，失业半年。眼看储蓄快要用完，三房

式组屋房贷无法按期偿还，还必须照顾 64岁的母亲，Y先生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①。

个案二:X先生有两个孩子，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担任驾驶指导员 19年。原本只负责指导

第三级普通轿车驾驶课程，时日久了，逐渐觉得工作发展停滞不前，收入也受技能不足所限而无法上

升。2008年，正逢经济低迷期，他发现许多雇主为削减人力，要求雇员身兼数职，兼任货物递送与管

理仓储等任务。这样一来，考取第四、五级重型车辆的学员增加了。形势的改变，让 X 先生开始忧心

自己饭碗难保。他说:“我长期以来只指导第三级驾照课程，我知道自己的技能不够全面。不过当时

收入很少，根本没有余钱报读课程，提升自己”②。

X先生和 Y先生的职业生涯都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Y先生失业半年靠积蓄度日，X先生也走在

失业边缘。经济回暖后，也许 X先生能够找一份相近的工作，Y先生也兴许能够保住饭碗，但这些底

层成员在社会环境压力面前的脆弱性却一直留存。同时，失业风险还会影响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子女

的教育投入。

个案三:刚毕业于 YZ小学的 ZH来自单亲家庭，母亲是糕点制作助理，微薄的收入加上忙碌的工

作让她没有时间好好管教孩子。ZH原本英文和数学成绩很弱，处于刚刚及格的水平，母亲一直担心

他无法通过会考③。

在新加坡复杂的教育分流路径下，各阶段不同等级学校间的差异也发挥着隔离功能。虽然弱势

学校也会有优秀学子升入优势学校，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接受何种等级的基础教育将预示着将来所获

得的中等、高等教育的质量，甚至所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层次。ZH 的后代，家庭所能给予的经济支持

与学习辅导都非常有限，若无其他途径的支持，则非常有可能因学业失败而与借助教育实现向上流动

的道路渐行渐远。

2．新移民:融合进程受阻或中断

与本土华族成员所遇问题不同，新移民一般具有较高的经济水平与专业技能，面对环境变化所带

来的经济压力有较大韧性，但对政策压力却难以抵御。因身份不同，新移民中已入籍的公民与永久居

民所承受的政策压力有相同之处，也有自身特有的。由迁移带来的社会支持网中断与重塑以及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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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于华助会的内部刊物《动力华社》2013年 6月刊，第 13页。
资料来源于华助会的内部刊物《动力华社》2013年 6月刊，第 3页。
资料来源于华助会的内部刊物《动力华社》2012年 1月刊，第 10页。



异与竞争带来的与本地华族成员的关系紧张是二者均需面对的，而“新加坡人优先”之下的“二等公

民”处境则主要针对永久居民。

个案四:XC夫妇均为南洋理工大学博士，毕业后顺利拿到 PＲ并在新加坡定居。XC 女士在分娩

前几天还在公司上班，因为 PＲ和公民的产假不同，只有 12周。为了能够更好照顾 XC 女士“月子”，

婆婆算好日子，打算预产期之前一个星期来新加坡，因为婆婆探亲签证时间有限。没想到 XC 女士离

预产期还有两周就分娩了，分娩时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孩子“满月”后，婆婆签证期满须回国待一段

时间再来，期间 XC 女士虽然在休产假，但也没有人照顾。XC 女士说，有一天真的太累了，抱着孩子

睡着了，结果把孩子摔到了地上。开始的时候，孩子留在新加坡，婆婆回国后再来，但觉得这样老人很

辛苦，就让孩子和婆婆一起回国，然后再来。现在孩子已快 2 岁了，每 2 ～ 3 个月就往返一次。XC 女

士认为，孩子的语言和认知能力都比同龄孩子慢很多，虽幸运地排上了幼儿园的号，但孩子自理能力

还不够，推到了明年，但具体明年是否有名额就不清楚了。XC 女士说她认识的人当中，很多人到孩

子上学时都非常苦恼，有的上幼儿园排不上号，到了年龄但没有名额;有的排上号有名额，但学校不

好，觉得孩子在这样的学校上学彻底废了。XC先生 2015年春在深圳找到一份中层管理的工作，长期

分居，孩子和老人则定期往返于新加坡与深圳。明年孩子上学后，打算公婆替换照顾孩子。对于未

来，XC女士非常迷茫，也在纠结要不要回国发展①。

无论从经济、情感、还是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考虑，养儿育女都是父母的重要职责，当年轻夫妇忙于

工作时，隔代抚养顺理成章成为抚养后代的首选。然而，由于父辈无法在新加坡长期居住，不仅孩子

无法在熟悉的环境中成长，本应享受天伦之乐的父辈也要疲于往返两国。此外，上幼儿园没有名额需

要推后入学，学校名额满时只得选择差学校等，这些永久居民无法逾越的制度障碍使得子女在进入以

分流为标志特征的教育体系时已处于劣势。制度性限制还使永久居民出现“想回国”“迷茫”等负面

情绪和摇摆心理，也更加强化了对国内支持网络的依赖与情感归属，无形中延长了在新加坡社会的心

理融入过程，甚至直接中断。值得注意的是，永久居民所体现出的摇摆心理也使本地华族成员更加认

定其机会主义者的形象
［27］。

3．新老华族:边界清晰，内耗型互动

新加坡华人倾向将同族新移民视为他群体成员，而将新加坡异族公民(印度人、马来人)视为内

群体成员
［27］。2011年的“咖喱风波”能深切感受到华族内部清晰可见的群体边界。

咖喱风波原委②:

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不习惯印度邻居的饮食习惯———咖喱味道。在印度家庭烹饪时将门窗关

上后还无法接受，最终前往新加坡社区调解中心，寻求仲裁。调解员 Marcellina Giam 进行调解，经双

方协商，印度家庭只有在华族家庭没人时，才能烹饪咖喱③，而华族家庭则承诺试试咖喱菜肴。然而，

仲裁结果引起新加坡人的强烈不满，有 4万人打算在周末以用咖喱做菜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国民自豪

感。当然，对于这场咖喱风波，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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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料来源于笔者与访谈对象长期接触后的总结。
关于“咖喱风波”的相关资料来源于《新加坡中国人的咖喱战》，南洋视界 ，http:∥www．nanyangpost．com．
《今日报》在 2011年 8月 11日刊登了调解中心负责人的来信，信中澄清，调解员并没有在当时作出裁决，而是作为中立的第三

方协助双方的讨论。而最终的结果，是其中一方提出的建议，另一方表示同意。



《今日报》网站留言者 Ｒosalind Lee: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告诉我的同胞不要煮咖喱，我感到

怒火中烧。几乎所有的新加坡人的家庭都煮咖喱。这位调解员应该告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

作(做)出调整，接受新加坡人的生活方式，不要让本地人调整成外国人的生活方式。

《南洋视界》读者来信:作为一个新加坡人，当然对这样的事件不悦，但我知道我不能用它来判断

所有在本地的外国人，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地方。那个印度族家庭同意在他们的邻居不在家的

时候才煮咖喱，而邻居则必须尝试一下咖喱菜。我要说，让我们用咖喱团结而不是分化。让我们在星

期天“煮一锅咖喱”，邀请新加坡或者非新加坡朋友以及邻居来拥抱我们的咖喱———印族、华族、马来

族和欧亚人士———让我们用咖喱进行积极改变。

本属生活习惯引起的邻里纠纷，为何能触发如此广泛的社会情绪? 已有研究表明，新加坡华人不

将自己与那些富有的新移民视为同族，认为是他们的祖先在新加坡最艰难的岁月中拼搏，而新移民却

直接享用了拼搏后的繁荣。上述观点中，无论是对新移民的不满表达，还是呼吁理智面对，均将新移

民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外国人”“非新加坡朋友”等他群体成员身份，而印度家庭则被视为
“同胞”“本地人”。类似的社会情绪爆发并非偶然，2012年 5月 12日“中国富豪新加坡驾豪车事件”

也掀起了新加坡的排外浪潮，一时间社会舆论、网络平台“将中国人赶出新加坡”的声音络绎不绝，甚

至将其称为“富豪蝗虫”。在新加坡年轻人发表意见的主要网络平台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也能看

到 AT(Ah Tiong，阿中，指中国人)的字眼，为不友善的称呼①。

日常生活中，新移民认为当地华人会说华语而且听得懂普通话，也应该能够接受“中国”的习惯

与行为，但新加坡华人认为，这是新移民不愿意“适应”新加坡社会的重要表现。可见，政策性压力对

新移民中的公民与永久居民作用不同，但由公众态度构成的社会性压力却作用一致。本土华族成员

不会自动将新移民视为内群体成员，群体边界反而在社会事件与日常交往中不断明晰化，内耗型群体

关系不但影响华族整体凝聚力的提高，也阻碍族裔资本的累积与发挥效用。

五、总结与思考

与美国不同，新加坡社会强调各族群的地位平等与文化独特，这将有效抑制种族身份所带来的制

度性歧视。在“沙拉碗”式融合理念下，种族差异性的有意保留使得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很大程度上

是融入由某一族群构成的社会体系中。因此，对于华族社群融合的研究也就必然包括两个层面，即华

人新移民融入新加坡华人社会，华族成员在新加坡社会体系中的流动。

华族社群融合受到来自外部环境与内部社群双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外部环境压力主要来源于收

入差距持续扩大所带来的代际流动下降，教育系统中的多阶段分流与高等教育扩张使贫困家庭面临

阶层固化风险，劳动力市场分割加之高技术移民大量涌入对低技能劳动力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巨大冲

击。在“新加坡人优先”的原则下，华族永久居民逐渐成为“二等公民”。华族社群成员、组织及新来

华族成员之间的诸多变化也为融合带来许多压力。在内外压力的双重冲击下，华族社群成员及其后

代确实面临许多融合风险。第一，低收入、低技能的华族成员最有可能面临向下流动的风险。第二，

新移民要承受更多的政策性压力，融入成本节节攀高，“候鸟”式生活方式进一步强化对原有社会支

49

史秋霞 “沙拉碗”式融合理念下的新加坡华族社群融合研究

①参见:吴中． 新移民政策下的新加坡“误读”［EB /OL］．［2017－06－19］．http:∥www．xinminweekly．com．cn /News /Content /2113．



持网络的依赖以及摇摆心理的产生。第三，新老华族成员群体边界清晰，内耗型互动不但不会自动消

除，反而在社会事件与日常交往中强化，影响华族整体凝聚力的提高。

Portes等指出，不同的融合模式也相应地提供了三种可运用的资源以应对融合挑战，分别是:①

那些满足接收国政府援助计划的族群能够得到更多的帮助;②未受到社会偏见影响的族群其适应过

程会更加顺利;③移民加入完善的、多样化的族裔社区网络能够获得政府资助项目之外的道义与物质

资源
［28］。针对上述华族社群面临的融合压力及已存的融合裂痕，也应及时构建并完善旨在降低风

险、消除裂痕的弥合机制。一方面，在包容性的社会建设理念下探索制度性弥合。例如，通过强化社

会安全网，加大再分配力度，为华族底层成员提供更多的资源来缓和贫富差的冲击。在经济体制转型

中，通过分担企业转型过渡期所带来的企业压力与个人风险来避免结构性失业，实现劳动力升级。通

过加大教育投入，在优化人力资源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来真正激活社会流动。另一方面，构建多元服

务型社会组织体系实现结构性弥合。受业已形成的群体偏见影响，即便是公共场所的偶然接触也透

露出明显的近亲厌恶，这并不利于新老华人深层交往的产生及新移民社会网络的重建。各类社会组

织的发展为新移民与新加坡华族成员实现亲密性交往提供了平台，使结构性融合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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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Integration of Ethnic Chinese Groupsin
Singaporeunder the Idea of ″Salad Bowl″

SHI Qiuxia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ciology，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dea of ″salad bowl″，the integration of the ethnic Chinese groupsin Singapore includes

not only new immigrants integrating into the Chinese community，but also Chinese members flowing within

this system． With the doubl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ethnic Chinese groups，members from

the bottom of the community most likely to face the risk of downward mobility，and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of new immigrants has been extended or even interrupted under more policy pressure． The clear group

boundary in old and new Chinese and internal friction interaction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n the social events

and daily contacts，and affect the promotion of community cohesion．

Key words: ethnic integration; social environment; ethnic Chinese groups; double pressure;integration r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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